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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实行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，这一制度对文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我国的封建社会与宗法制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，而宗法制之对行使君主专制的政治权力，在“家国同

构”中起极大的作用。政治型文化必然带来对文艺的政治功利要求，对文艺首重政教功能论可谓遍布所

有体裁、样式的作品中，而且纯文艺不发达，也导致了文艺家独立人格的丧失。宗法制的“纳上下于道

德”，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，使道德教谕成为文艺的内容和批评标准，文艺不重个性，而重在群体的、共性

的道德与感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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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梁启超在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中认为：“我先民

极知民意之当尊重，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，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。故执政若违反民

意，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，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。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。”

［&］（0 ’*(）

先秦时代，君主专制只是初始阶段，随着封建政治体制的建立、巩固和发展，秦汉以后，对君主

非但没有制裁之法可言，而且君权越来越大，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极端。上古时代曾有过的原始民主

精神荡然无存，皇帝权力至高无上，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，“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”体

现得特别明显，当然也就对文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一、封建社会与宗法制度及伦理观念

就像其他文明古国一样，我国社会形态的发展并无历史的大跨越，也经由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

会的转变。侯外庐等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中论述道：“如果我们用‘家族、私有、国家’三项来做文明路

径的指标，那末，‘古典的古代’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，国家代替了家族；‘亚细亚的古代’是由家

族到国家，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，叫做‘社稷’。因此，前者是新陈代谢，新的冲破了旧的，这是革命

的路线；后者却是新陈纠葛，旧的拖住了新的，这是维新的路线。前者是人惟求新，器亦求新；后者

却是‘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’。”［!］（00 ’&& # &!）这里所说的“古典的古代”指希腊，而“亚细亚的古代”指

中国，后者“维新”的“新陈纠葛”，尤使宗法制及其意识形态残余伴随着历史的惯性，进入了封建社

会。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成了“家邦”式国家，在“家国一体”的宗法社会中，由于商品生

产、交换不发达，城乡一体，未能产生古希腊那样的自由民和个体私有经济，所以，宗法制度和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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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强大、牢固。

我国的封建社会与宗法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。宗法的“宗”字，《说文》解为“尊祖庙

也”，此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，上部“宀”是屋顶，下部“示”即神主，上下相合指供奉神主的庙宇。所

以，宗法制是用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定同宗者尊卑等级关系的制度，目的是维系宗族的团结。

宗法制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时期，到西周时得以确立。王国维在《观堂集林》卷一〇的

《殷周制度论》中曾指出：

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，一曰立子立嫡之制，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，并由是而有封建

子弟之制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；二曰庙数之制；三曰同姓不婚之制。此数者，皆周之所以纲纪天

下，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。

对王国维所说的内容，我们可以不必作全部诠释，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与我们的论题相关者，

即宗法制所推及到的政治权力在“家国同构”中所起的极大作用，以及“纳上下于道德”，合上下“以

成一道德之团体”的情况。这两点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文艺有重要的影响。

先说宗法制及有关问题。周朝的宗法制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，后来的历代王朝都遵循着

这一制度，从“王”而到“皇帝”，从先秦时代而到明清，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越来越大，不但掌握了

全面的大权，而且形成了绝对的权威。宗法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行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，在“尊祖

敬宗”的同时，因血缘的亲疏而产生出嫡庶与尊卑的问题，从而形成了无可置疑的等级制；与此同

时，宗庙祭祀制度对于维系家族以至于巩固政权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后来的宗庙与社稷相并，成

为国家权力的象征，而人民在长期的被统治中，也很难产生疑义，并逐渐将一姓而治百姓、一族而统

全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。宗法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“家国同构”，即家庭中的父亲家长制，

进而演化为国家的君主专政制，父权演为君权，“家”与“国”具有相同的结构，“君君，臣臣”就是“父

父，子子”的升级和放大。对“家”而言，形成了族权，与“国”代表的政权一起，不仅起着维护封建秩

序、巩固封建政权的作用，而且凭借血缘的优势，在宣扬封建伦理和执行封建礼法上，有着难以替代

的功能。

再说与宗法制相关的“纳上下于道德”的问题。从宗法奴隶制到宗法封建制，由家到国，是父亲

的“家长制”到放大的君主“家长制”。这种制度的基础在于血缘关系：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欤？”

（《论语·学而》!）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⋯⋯”（同上）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。”

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孔子以“仁”释“礼”，就是以血缘为基础，维护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统治体制。在

孔子看来，道德观念甚至要高于法律制约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

有耻且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当封建社会确立，儒学占据统治地位之后，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孝”、“悌”等敬

祖、尊长、孝亲、友爱等宗法观念被演化为系统的“三纲五常”：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及仁、

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其中的“君为臣纲”是明显的“家国同构”的产物，即将对“亲”的孝演化为对“君”的

忠。当然，这一观念也不是单方面的，尊者和长者并非自然地受到卑者和幼者的尊敬，他们理应成

为道德的榜样，才能有相应的回报。正如《礼记·礼运》所说：“父慈，子孝；兄良，弟悌；夫义，妇听；长

惠，幼顺；君仁，臣忠。”否则，就像《颜氏家训·治家》所云：“父不慈则子不孝，兄不友则弟不恭，夫不

义则妇不顺。”

先秦时代，百家争鸣，歧见迭出，但孔子的“仁学”，孟子的条理化，诸如“仁义礼智”，“孝悌忠

信”，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与《管子》所说的“礼

义廉耻”，《韩非子·忠孝》的“臣事君，子事父，妻事夫”为“天下之常道”，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后来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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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的“名教自然之辨”，宋明的“天理人欲之辨”，但直到明清之际，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启蒙思想

家仍在肯定“人欲”的同时，肯定个人对社会、国家的伦理义务，仍然未能移易伦理中心主义的柱石。

欧洲中世纪时期，宗教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。中国虽然有道教和佛教，但是，人们并

没有陷入宗教而不能自拔，更未出现过全民族的宗教迷狂。中国封建社会不是凭借宗教使人向善

的，而是靠着三纲五常这准宗教性质的伦理道德学说来维系社会的。换言之，欧洲中世纪是神学世

界观占统治地位，而中国封建社会是伦理世界观为主导。

二、文艺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功能论

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，“重实际而黜玄想”确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性格，务实精神

使中国士人对人生取入世态度，由察举到科举的文官制，使他们向往从政，“入世”与“入仕”相结合，

文化精英们遂创造出政治型文化。其主要特点当是以追求政治事功为目标，并建立起与之相关的

学说、理论。政治型文化必然带来对文艺政治功利性的要求。这种政治功利性，从先秦诸子时代已

经开始了，到后来则愈甚。其中如唐宋时期，高官又常是优秀的文人和理论家，在其位，谋其政，写

其所写，发其所论，很难避免从实践到理论上对文艺政治性、功利性的介入。

在政治型文化的封建社会中，封建政治对文艺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？恐怕当首推功能论。

在被称为我国诗论“开山的纲领”的“诗言志”三字中，已蕴涵着表现文艺政治功能的意思，而

《诗经》中道及创作目的、意图的作品超过十首，“讽”多于“颂”，可见出在创作者自言其喜怒哀乐的

同时，也涉及到对政治的评判。因此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较全面地阐发了诗歌的言志、抒情和政治功

能：“《书》曰：‘诗言志，歌咏言。’故哀乐之声感，而歌咏之声发。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故

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郑玄《诗谱序》云：“论功颂德，所以将顺其美；

刺过讥失，所以匡救其恶。”则从“美”与“刺”两方面概括了诗歌的政教作用。

孔子曾论诗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（不能通达于政事）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

奚以为？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又曰：“小子何莫学乎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

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很显然，他是将文学的认识、教育作用，看成是实

现道德和社会目的之基础，而最终还是为了达于政事和使于四方的政治之用；而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

君”，则让人看到政教功能在“家国同构”中的推衍。先秦儒家的又一位思想家荀子也很重视文艺的

政教功能。《荀子·富国》较全面地论礼乐文章之用，并引《诗》为之总结：“‘雕琢其章，金玉其相，亹

亹我王，纲纪四方。’此之谓也。”这“纲纪四方”四字，实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自公元前 ! 世纪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以后，奠基于先秦、形成于两汉之后，发展延伸不已的

实用主义、政治功利的文艺观，一直被奉为不可悖逆的圭臬。尽管曾几度发生过较小的偏转（如陆

机、明末李贽、公安三袁、清袁枚），但这种情况仍然持续到近现代。“温柔敦厚”的“诗教”，“发乎情，

止乎礼义”的创作态度，“文以载道”的创作目的，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怨而不怒”的审美批评标准，

都服从于维护封建政治的目的。

我们不妨可以看看《诗大序》，它对文艺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功能论阐述得最为有力。《诗大序》

中，从《关雎》“后妃之德”的个案说起，由此而推之，“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；风

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”尽管有情感的表现和抒发，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

足故咏歌之”，但最终还是将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的表现性文艺，变成了“正得失，动天地”，“经夫

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教育感化、经世致用的思想工具，将具有独立意义的文艺依

附于封建政治，为了政治功利而不惜牺牲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审美价值。对“六义”的阐释同样是立

足于政教的：“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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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”可谓全篇都贯注着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

的精神。

功能论问题是儒家文艺观的重心，如果说，前人对政治教化已论述得不少，那么，汉代以后则在

明道、贯道上多有阐述。

早在《荀子·正名》中，已有“道也者，治之经理也”，“以正道而辨奸，犹引绳以持曲直”的思想，到

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则将“原道、征圣、宗经”作为灵魂。唐宋时期，王通的“贯乎道”、“济乎义”，柳冕

的“文道（教）合一”，韩愈的“为文志乎古道”，柳宗元的“文以明道”，欧阳修的“道胜文至”，邵雍的

“以道观性”，周敦颐的“文以载道”，程颐的“作文害道”，苏轼的“文与道俱”，朱熹的“道文一贯”，等

等，“道”在各人的手中成了接力棒，一直延续到清代、近代诗文评的“格调说”、“肌理说”，以及桐城

义法、常州词论。即使连李贽的“童心说”、公安三袁与袁枚的“性灵说”，也不能说与明道、贯道说完

全没有关系。

文学如此，艺术亦然。如音乐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所载，就很清楚地表现出季札观乐知政的

思想。如杜预注所说，是“依声以参时政”或“论声以参时政”，目的在于“知其兴衰”。而《国语·周语

下》记录的伶州鸠论乐，则从理论上阐发了音乐的“和”与天地、政治的对应关系：“夫政象乐，乐从

和，和从平⋯⋯阴阳序次，风雨时至，嘉生繁祉，人民和利，物备而乐成，上下不罢，故曰乐正。”孔子

论乐的“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以及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

成于乐”（《泰伯》）等，也可见出乐与政事相关之意。此外，诸如“乐则《韶》、《武》，放郑声”（《卫灵

公》），“子谓《韶》，‘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’。谓《武》，‘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’”（《八佾》），“恶郑声之乱雅乐

也”（《阳货》），则都体现了“乐”为“礼”服务的思想。荀子的《乐论》全面深入地表达了“声乐之入人

也深，其化人也速”的思想，并推而至于“乐行而志清，礼修而行成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

天下皆宁，美善相乐”。《乐记》所说的“礼以导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礼乐刑

政，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”，更将“礼乐”看作与“刑政”一致，其“声音之道，与政通”的思

想对后代影响极大。司马迁的文学观与正统儒家有别，而论乐却与前面的观点相合。阮籍的名教、

自然之说及其所行，背离了儒家教义，但他论乐仍以“和”为基本精神。后人论乐，也多难出“中”

“和”之外。

再看绘画的情况。就青铜纹饰而言，《左传》有“铸鼎象物”，“使民知神奸”之说，这是最早的功

能论：知善恶。《孔子家语》记载孔子观明堂，看到尧舜和桀纣的画像时说：“明镜所以察形，往古者

所以知今。”这些画论与其论诗、论乐的思想一致，都是从服务于政治着眼的。对于绘画的功能，曹

植、陆机说得最透。曹植《画赞序》所说是立足于道德的教谕，而绘画与政治的关系，则用了“是知存

乎鉴戒者图画也”来表达，这“鉴戒”二字，对后来的人物画功能的表述，影响甚大。陆机则云：“丹青

之兴，比雅颂之述作，美大业之馨香。”所重在“颂”而非“讽”，这也符合汉代图画功臣之举。到唐人

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·叙画之源流》，对绘画之为封建政治服务之论述可谓言之最详：“以忠以孝，尽

在于云台；有烈有勋，皆登于麟阁。见善足以戒恶，见恶足以思贤，留乎形容，式昭盛德之举；具其成

败，以传既往之踪。”明初宋濂曾总结绘画史上的“三变”：古代“附经而行”，汉魏晋梁“助名教而翼群

伦”，二者都是服务于封建政治，后来“溺志”降而“怡神”、“游情”，始与政教无关。即使有后来之变，

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二一仍感慨文之切世务，画应写故实，“使观者可法可戒”。直到民国之初的松

年，还在其《颐园论画》中祖述“古人左图右史”，“实有益身心”，“或传忠孝节义，或传懿行嘉言”的功

能论，以斥“后人图绘淫冶美丽以娱目”之作。

与对功能论的认识紧密相关，我国封建社会的文艺体制也有其特殊性。西方历来以纯文艺为

正宗，亚里士多德将诗分作史诗、悲剧和喜剧，酒神颂、日神颂，以及箫乐和竖琴乐三大类，后来的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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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文艺在形式上有所发展，但也是纯文艺。我国则不然，文艺的体制相对显得驳杂不纯。

尽管春秋时代有“三不朽”之说，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甚至说过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

事”，可实际上，统治阶级并不重视纯文学、纯艺术，而是重应用性。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的十二体之

分，大多是应用文；《文心雕龙》论文体的部分共 !" 篇，除诗、赋、乐府 # 篇外，另 $% 篇大抵属于此

类。明人吴讷《文章辨体》和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，分别辨古今文体为 &’ 类和 $!% 类，但主体仍是谕

告、玺书、批答、诏、册、制、诰、露布、论谏、章表、奏疏、赞、颂、箴、铭、碑记、墓志之类，多为承旨奉命

的朝廷之文或代人立言之作，并非言志抒情的文学作品。

在中国文学的系统中，朝廷大文、庙堂雅制属于第一等，出于治国平天下之需的“经济”文章为

第二等，然后才是散文、辞赋、诗歌，至如小说、戏曲，只能叨陪末座。虽然今天我们多以“代有所胜”

的观点看待文学史的流变，但当时确是以文体分尊卑，甚至造成八股文一度极为显赫的反常状态。

文艺服务于政治，除了文体上的直接服务，以至使中国文学成为“杂文学”的体制外，其他文艺

形式也一样。如雅乐之被推重，在于祀祖、祭天、歌功颂德。绘画也在于“美大业之馨香”，“存乎鉴

戒”者亦不少。诚然，欧洲绘画有过神权下的黑夜，但前此的有希腊理想之美，罗马的求实之美，文

艺复兴之后，从人本主义开始，欧洲绘画挣脱了神权和御用，阶段性地焕发出了异彩。而中国除了

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，或以宫廷画供声色之娱外，文人画家只能走自我发抒、寄物写心之路，民间绘

画难以产生高水平的作品，的确缺少欧洲绘画的现实精神、浪漫风格和震撼力量。

为封建政治服务，使纯文艺不发达，同时也导致了文艺家独立人格的丧失。陈独秀曾批评中国

“政治型”文化的积弊：“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，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。譬如文

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，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，必欲攀附《六经》，妄称‘文以载道’，‘代圣人立言’，

以自贬抑。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，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，必欲攀附《春秋》，着眼大义名分，

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。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，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，必欲攀附圣功

王道，甘以音乐家为政治学之附属品⋯⋯学者不自尊其所学，欲其发达，其可得乎？”［#］（( ) #*’）其

实，并非都是“学者不自尊其所学”，“一成文人，便无足观”也是不得已之事，封建政治对于文艺的历

史规定性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三、文艺的伦理教谕与道德批评

前面曾引王国维《殷周制度论》，王国维在该文中曾指出，宗法制“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

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”。又论道：“周之制度典礼，实皆为道德而设”，“周之制

度典礼，乃道德之器械”。由宗法意识奠定的天人交互，强调个人对宗族、社会、国家义务的伦理学

说，在区别于自我意识、个性解放、人文主义而形成宗法集体主义（封建集体主义）的同时，也积淀为

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文艺家的共识，使自上而下，又为下所受的道德教谕成为文艺的内容，同时也

成为文艺的批评标准。

早在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中，已有“文物昭德”思想的表述，所举“文物”并非全然是文艺，但其中不

少都属于文艺的前身，而“君人者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，犹惧或失之。故昭令德以示子孙”的思

想，则无疑具有宗法色彩。《左传·文公六年》又有“九功之德皆可歌”之说，所谓的“九功”，是指水、

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这“六府”和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这“三事”，这里的“德”是一个宽泛的概念，但其中的

“正德”又岂非我们这里所说的本义？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还有“乐以安德”的思想表述：“⋯⋯夫乐

以安德，义以处之，礼以行之，信以守之，仁以厉之，而后可以殿邦国，同福禄，来远人，所谓乐也。”

“襄公二十四年”记穆叔语，即著名的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”“三不朽”说，以“立德”

为最上，对后来的文艺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而“襄公二十九年”所载的著名的“季札观乐”，也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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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地贯注了以德相观的思想。

另外，孔子的“尽美尽善”思想，也是将“美”与“善”联系在一起，可见对“德”的重视，而“兴、观、

群、怨”中的“兴”、“群”就与德相关，“温柔敦厚”的“诗教”，又何尝不体现出道德的内容？《论语·述

而》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更清楚地表达出孔子的文艺观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。

孟子的“养气”说，以理性凝聚（集义）为意志，较孔子更强调“内圣”的道德修养，“知人论世”的批评

方式，也更多道德内容。

恩格斯在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》一文中，曾就歌德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原则：

“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，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；我们并不是

用道德的、政治的、或‘人的’尺度来衡量他。”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前期，恰恰没有美学和历史的

批评，而是道德的、政治的批评。《诗大序》以论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开始，认定诗的功用在于“经

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。《史记》被认为是“谤书”，司马迁又有“发愤著书”、“怨”而

写作的著名命题，而他引刘安的话称道屈原“其志絜，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”，所作

辩诬仍立足于道德批评。坚持正统的班固，在《离骚序》中提出不同看法，以屈原“露才扬己”，“责数

怀王，怨毒椒、兰”，“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”，也是从道德立论的。王逸《楚辞章句序》驳班固之见，

云：“今若屈原，膺忠贞之质，体清洁之性，直若砥矢，言若丹青，进不隐其谋，退不顾其命，此诚绝世

之行，俊彦之英也。”更就道德而申辩。扬雄《法言·吾子》的“足言足容，德之藻矣”，《君子》篇的“君

子言则成文，动则成德”，以“劝”多于“讽”否定“辞人之赋”，亦见以“德”为主要内容的批评标准。王

充《论衡》表现出的文学观之一是“尚用”，其中的主要内容在于劝善惩恶。其《佚文篇》云：“夫文人

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？载人之行，传人之名也。⋯⋯然则文人之笔，劝善惩恶也。”班固

《两都赋序》所说的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”，前述文艺的政治功用，后述其道

德作用，颇有代表性。

魏晋以后，伴随着“人的觉醒”而出现的，是“文的自觉”，主观情感的抒发和对客体美的关注，成

了文艺新的题材，道德教谕退至次席，甚至不断递降。玄言诗、游仙诗、山水诗、山水画、宫体诗、仕

女画、花鸟画、花间词⋯⋯大多与道德无关。面对这种情形，总会有论家出来表明自己的看法，向文

艺的政治、社会功能和道德内涵回归。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云：“颂之所美者，圣王之德也”，明确标举

“德”。《文心雕龙》以原道、征圣、宗经、正纬开头，道德是重要内容。裴子野《雕虫论》重提古时诗

“既形四方之风，且彰君子之志，劝美惩恶，王化本焉”，批评后来的“蘼曼容与”，“弃指归而无执”，

“摈落六艺”，都可见出论家的努力。隋朝的王通作《中说》，批判了六朝的文士和文风，开中唐古文

家“文以贯道”的先声，其孙王勃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认为，文章应该“甄明大义，矫正末流”，以六朝以

来的缘情体物之作是“雕虫小技”，而有唐一代在对文艺的阐释论述中，更是难以尽说论者们对道德

问题的认同和回归。

针对唐末五代文艺向“洞房蛾眉、神仙诡怪”（见吴融《禅月集序》）的递降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

代表人物重提文艺的道德教谕感化问题。柳开《应责》对古文倡以“古其理，高其意”，即以“仁义道

德”之“理”超越“今人之文”。王禹偁《答张扶书》的“传道而明心”说，石介《上范思远书》的“学为文，

必本仁义”，欧阳修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的分言“三不朽”而高度评价德行之士颜渊等，皆其著者。到

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推崇杜甫，不但在于杜诗的艺术性，而更在杜甫的忠君爱国，在于杜甫是他人

难以相比的“道德诗人”。而欧阳修与苏轼这样的文艺大家，其“文”与“德”是得到论者并称的。道

学兴盛之后，高谈义理，更以“载道”论文，对各家所论，可以不作论列了。直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，

仍在《日知录》卷一九中以“乐道人之善”论诗。

正统的诗文已如上述，那么，新兴文体又如何呢？宋元时，对小说、戏曲类在开始时还重在其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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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功能，但后来就被贯注进道德教谕的内容了，明清时尤甚。如冯梦龙在推尊民间文学的同时，仍

以小说有惩恶扬善、有补人心世道的“喻世”、“醒世”、“警世”作用，可“与康衢、击壤之歌，并传不

朽”，可为“六国经史之辅”，比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动人。论家对小说人物邪正、善恶、忠奸等方面的评判

标准，都立足于道德，直到《红楼梦》出来，才以家族兴衰、儿女之情，打破了讲史、演义甚至神怪小说

中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标准。戏曲情况亦大体相似，高明《琵琶记》第一出的“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徒

然”，即是典型代表。直到 !" 世纪初，仍大讲“高台教化”，“移风易俗”。

艺术部类可以用绘画来说明。曹植《画赞序》认为：“观画者，见三皇五帝，莫不仰戴；见三季暴

主，莫不悲婉；见篡臣贼嗣，莫不切齿；见高节妙士，莫不忘食；见忠臣死难，莫不抗首；见放臣逐子，

莫不叹息；见淫夫妒妇，莫不侧目；见令妃顺后，莫不嘉贵。是知存乎鉴戒者，国画也。”贯串其中的，

就是道德标准。唐人张彦远更以“成教化，助人伦”，明人物画之功能。创作如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》

固在人伦，即使南北朝佛教艺术压倒一切，仍在于“益仁智之善性”。阎立本的《历代帝王图》今存

#$ 图，画两汉至南北朝、隋代的 #$ 个帝王，其中汉光武、魏文帝、吴主、蜀主等开国之君被画得“貌

宇堂堂”，“威武英明”；而陈后主、隋炀帝则萎靡不振，其主要标准就在于“德”。后来，山水、竹石、花

鸟的地位压倒了人物画，但如“岁寒三友”、“四君子”之屡见不鲜，仍立足于“德”，与山水画一起，体

现着“山水比德”的精神，坚持着道德批评的标准。

书法不同于绘画，不具备以形象起“鉴戒”的直接作用，应用性、表现性较强，但是，古人之论书、

评书，仍难以摆脱道德论。扬雄的《法言·问神》提出了著名的“心画说”：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

声画形，君子小人见矣。声画者，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？”后来的许多论书者，遂将此论入于对书

家的评判。唐人张怀瓘将书法提到了极端的政治高度：“纪纲人伦，显明君父尊严而爱敬尽礼，长幼

班列而上下有序，是以大道行焉。阐典坟之大猷，成国家之盛业者，莫近乎书。”［%］（& ’ !(%）如果说，

上面所说还是侧重在书法的功用，那么，宋人所论就发生了评书实为评人、且以道德相取的变化。

如欧阳修在《集古录跋尾》中，称道颜真卿“忠义之节皎如日月，其为人尊严刚劲，像其笔画”。“斯人

忠义出于天性，故其字画刚劲独立，不袭前迹，挺然奇伟，有似其为人。”［(］（& ’ ##)$，& ’ ##))）苏轼也有

类似的看法。后来有不少人（如清初的傅山）对颜真卿与赵孟 作了截然不同的评价，因为前者人

与字相同，其书法成为刚正坚毅、“正色立朝，临大节而不可夺”的人格象征，后者则因以赵氏宗亲而

事元，大节有亏，故字亦被视之软媚，体现出如姜夔《续书谱》所说的“艺之至，未尝不与精神通”，这

都是从人品、道德出发的评判。

中国古代文艺之受制于血缘宗法观念，重在群体的、共性的道德与感情，而不重个性，“言志”虽

始于个人，却经《诗大序》、刘勰、韩愈、周敦颐、朱熹等人阐释，终成为群体的“载道”，且是正统理论，

公安、竟陵、袁枚等的反叛已在明末、在清代了。重在伦理道德的文艺，也重在群体性的感情，中国

文艺创造的类型似乎多于典型，而且忠孝重于爱情，朋友交谊比异性交往要多。朱光潜先生认为，

除了伦理观念不同外，还由于西方侧重个人，恋爱史几近生命史，中国侧重兼善主义，且奔波于仕宦

羁旅。而“兼善主义”其实就是王国维所说的“纳上下于道德”，“合上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”，又与宗

法制紧密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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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讯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、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、中国史学会史

学理论分会共同组织的“符号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方法”研讨会，于 6996 年 R 月 69 日至 6S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

举行。会议认为，从国内外人文学科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来看，有两大特点值得注意：一是研究方向上更贴近人

的价值、生活、道德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文化研究”；二是更注重方法，特别是各种新的跨学科方法。在这两方面，作

为一种有效方法的符号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会议邀请了国内外各人文学科的学者们聚集一堂，既回顾总

结了各学科的发展道路，更着重探讨了当前的状况和今后的发展，特别是有关符号学和跨学科方法论问题，如：

中国的符号学，史学、文学研究与符号学，文化符号学，语言、逻辑与符号学等。这次会议对总结和反思国内外

学术发展，加强人文学科在理论与方法论上的研究创新，开创我国人文学科发展的新局面及提高中国人文科学

在新世纪的国际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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